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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确立了医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医患关系。从当

时中国人对传教士医生的感恩情怀,便知在早期中国的教会医院里,医患关系相对良好。1820—

1860年,教会医院完全由西方基督教控制,其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是基督教的教化、免费医疗、以人

为本的管理理念、院方医疗风险规避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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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the19thcentury,missionaryhospitalsweresetupbythemissionariesin
China,establishinganew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withdoctorsatthedominantposition.Inthe
earlyChinesemissionaryhospitals,the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wasrelativelygood,whichcould
beseenfromChinesepeople’sfeelingsofgratitudetothemedicalmissionaries.Theearlymissionary
hospitalsweretotallycontrolledbythewesternChristiansduringthe1820—1860.Suchgooddoctor-
patientrelationshipwastheresultsofcommonactionofmultiplefactors,includingChristianity,free
medicalcharges,managementideabasedonhumanism,theideaofthehospitalstoavoidmedical
risks,familyconcept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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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以来的西医传华,一直被视为西学东渐

乃至整个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缩影,而西医传华

是以教会医院的创设为张本的。近年来,学术界关

于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教会

医院 里 的 医 患 关 系 关 注 不 多。笔 者 重 点 考 察

1820—1860年中国教会医院里的医患关系,分析教

会医院与中国近代医患关系的转型以及教会医院医

患关系的多重控制因素,希望能够对当前医患关系

的改善带来些许启示。

1. 教会医院:中国新型医患关系之肇始

中国传统医学的诊疗方式是以私人和家庭为单

位的,医生看病一般单独、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
应请上门施诊,当然也有少量的游方郎中走乡串村、
悬壶济世。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医疗制度中,医疗单

位大多以“医家”形式出现,患者看病时出入“医家”,

治病养病均在家中完成,医生大多提供上门服务。
上述无论何种诊疗方式,患者都处于主导地位。患

者出钱购买医生的服务,有权要求医生对他们态度

友好,把病治愈。在诊疗过程中,上门就诊往往要求

医生迅速做出诊断。在这种情况之下,医生治疗只

能根据部分的证据或者纯粹的观察来完成,不容许

对自己的诊断有过多疑惑,更谈不上慢慢研究。在

富贵的、挑剔的、所知不多的患者们面前,医生甚至

处于一种服侍或者安慰的地位。
“医院”一词虽在中国早已有之,往往指的是国

家医学的最高机构,即为皇帝和贵族专用的太医院,
与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医院相差甚远。中国最早的

新式医院是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医院。19世纪初,怀
揣拯救中国人灵魂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在屡屡

受挫的情况下,发现拯救肉体可能更为实际。于是

这些人开始扮演医生和传教士双重角色,他们的栖

身地也从以往的教堂转变为诊所或医院,近代新式

医院在中国开始生根发芽。从“医家”到医院,随着

医疗空间的转换,医患关系也随之发生质的改变。
最早踏入教会医院看病的社会群,实际上是2

部分人:一是社会底层无力求医问药的穷苦人;二是

经中医久治不愈的病人。吸引社会底层民众的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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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医院产生之初实行的免费医疗,而吸引中医久治

不愈病人的则是西医的疗效。无论上述哪一种人,
均属无路可走、别无选择情况之下才踏入教会医院

大门的。如此一来,在诊治过程中,大多患者既不会

对治疗提出过多要求,更不可能挑剔传教士医生的

态度。这样,一旦患者的要求与医生的职业判断发

生矛盾时,医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患者要求,而
是根据自身经验或者知识确诊,至于如何治疗,全凭

医生的意愿。由此不难看出,在教会医院里医生开

始处于医患关系的主导地位,这与中国传统医疗制

度下医生在医患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截然不同,可视

为中国新型医患关系之肇始。

2. 从传教士记录看教会医院的医患关系

就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而言,在中国人的心目

中,“洋鬼子们”开办的所谓“西式医院”完全是一个

神秘的所在,医院与那些黑乎乎的尖顶教堂一样,完
全突兀地切入了他们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中,给他

们带来不安与猜测。特别是在内地,人们往往对新

开张的教会医院投去怀疑的目光,可怕的谣言纷至

沓来。最初抵达中国之时,传教士医生除了要面对

文化差异之外,还要时刻做好应对中国社会对鸦片

贸易和四处游弋的西方炮舰的愤怒情绪,以及由此

激发起的一系列反抗运动的准备。但是单就医院内

部环境来说,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是良好

的,这一点从传教士对中国患者及其家属对他们感

恩情怀的记载中便可知晓。
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在澳门

租赁2间平房,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馆。规模虽小,但
成绩斐然,共诊治患者有4000人之多。患者及家

属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谢,也有写信谢其“恩重如

山,情深似海”者。当时居留在澳门的爱尔兰画家与

郭雷枢是至交,为了留下历史记录,他绘了一幅画

《医疗传教的先驱》。在画中,郭雷枢手扶老妇挂于

前额的眼镜,面朝他的中国翻译请向老妇传译如何

使用眼镜,在他膝下的儿子向他递上谢柬[1]。
广州眼科医局的创始人伯驾在日记中写道:
“周三曾来过一个双眼患有角膜翳的病人,周四

他的病情便明显好转。据他自己说:‘我父母已经年

老体迈,靠我赡养,而我却逐渐变成了瞎子,不能干

活了,不能够养活他们,而且连自己也养活不了,我
真的很难受。我听说新来了个医生,便来试试。我

只来了一天,病情便有好转。对我来说他(伯驾)简
直跟我们的神仙一样。’……曾造访过广州的海军随

军牧师写道,有一位父亲,他女儿的一只眼睛已经恢

复了视力。有一天,他带着女儿和另一个年仅13岁

的小女来到了伯驾的医院,一进门便在其他众多病

人和欧洲人的注视下,一起向伯驾叩头,他们的头两

次叩在了地板上”[2]48。
1838年,有一病人下颊生出巨大的肿瘤,把头

部往下拉,使整个脸部都扭曲变形。伯驾为他成功

地切除,病人一家感恩不尽,以中国人的习惯赠送了

一块匾额。当伯驾为一个绅士恢复视力以后,那位

绅士请求伯驾允许他请来的画家为他画张像,以便

他每天早晨能够在他的画像面前鞠上一躬。伯驾曾

这样记载:
“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65岁的回族

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他是否能忍受手术

时,她回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把它们取出,再
把它们放进去”[3]。

由此可见,病人对医生是何等信任! 西医的疗

效加快了良好医患关系的构建,使得传教士医生得

到各阶层的信任与尊敬。即使战争即临,伯驾的工

作仍在继续。“1839年8月,差不多所有英国商人、
部分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已离开广州到香港

和澳门去,……整个广州城就只剩下伯驾一个西医

了”[4]。

3. 影响教会医院医患关系的多重因素

中国教会医院作为西方传教士医疗传教的产

物,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这对其良好医患关系的确

立影响甚大。

3.1 基督教

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主要目的在于

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传教士行医目的

是把医药作为在中国扩大教会影响的手段,从拯救

肉体入手进而拯救灵魂,故取名“医务传道”。医院

成为基督教事业中心所在,医院不仅是治病的场所,
也是传播福音最重要的载体,所以早期医院与宗教

是融为一体的。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早期教会医院完全由西方

基督教控制,各地差会负责选派传教士、医院创设、
医院管理以及经费支持等。基督教倡导博爱,早期

的医疗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彰显基督教徒的奉

献与仁爱,以使中国人感受到基督教的慈善心怀。
尽管这是出于传教之初衷,但客观上有利于医患关

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3.2 免费医疗

在华教会医院循基督教义而设,具有较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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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性质。这一点从其命名上便可知一二。许多教

会医院用表达慈善、仁爱的字样来命名,如“博济”
“仁济”“广济”“广慈”“广仁”“博爱”“普爱”“公济”
“同仁”“仁泽”“仁术”“济世”“益世”“施”等。此类院

名很容易使人们将医院与慈善联系在一起。事实

上,教会医院在初设之际,也大多施行慈善医疗,即
免费施诊送药,有的还给一些贫病者免费提供食住。
广州眼科医局里的伯驾,在免费治病的同时还给贫

困无钱的病人供给饮食,待病痊愈再回家。有中国

人为此赋诗称赞伯驾“且出已资周孤贫,劳心博爱日

不懈”[5]。
免费医疗———这种当下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19世纪教会医院里却是真实存在,而且存在了很

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免费治病

的制度是早期教会医院的最大特征。
据台湾学者王尔敏研究发现,上海仁济医馆,建

院伊始至1904年前后共60年,从未向病人收取过

任何费用,确不愧承当“仁济”声名! 1873年《申报》
记述了当时上海地区教会医院乐善好施之景况:“自
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

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
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

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

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
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

矣。”[6]时人称赞上海仁济医院,说它治病“莫不竭尽

心力,施医送药不惜工本,具见西医之仁心可嘉”[7]。
其医生“艺术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济之名。”[8]教
会医院诊所医治人们的身体,并为他们的“精神革

新”提供上帝的福音,因而医疗传教一直受到派遣国

各基督教差会的高度重视,各基督教差会是医疗传

教最早、最大的支持者。

3.3 以人为本

在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医方对病人处处体现

基督教倡导的人文关怀,通过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

种新型的医患关系。
一般来说,传教士医生特别注意医院给病人留

下的第一印象,极力做到待病人如客人。当病人迈

进医院时,院方要求门卫和挂号人员对他礼貌周到,
以消除病人对医院的陌生感与畏惧情绪。另外,许
多医院还配备了专门的传教士,倾听每一位病人的

心事和疾苦诉说。这样,病人的陌生感和畏惧情绪

就会慢慢消除。有的医生还深入到患者的家中,耐
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重重心事。

在医患关系中,传教士们非常强调服务问题。
在教会医院诊所营业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几
乎所有的传教士医生都在医院报告中强调诊疗工作

的繁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疗服务质量的降低。
有一位年迈的满清将军患有双眼白内障,来到广州

眼科医院就诊,并由伯驾为他动了手术。他在离开

医院时说:“我已80高龄,长须及胸,为官40载,足
迹遍及18个省份,但从未遇见过一个如此执着行事

的人,而且是分文不取。这是何等的美德,普天之

下,无人能及”[9]。

3.4 院方医疗风险规避意识

西医传入中国,以眼科为切入点,之后是外科增

生手术、切石术,最终发展到全科。相对于内科而

言,外科手术需要动刀和流血,可能会遭受更多的医

疗风险。当时以及此前的中国,对于治疗纠纷没有

相应的法令法规,通常情况下多由医生独自承担治

疗失败的风险。传教士医生作为进入中国的陌生

人,且不说在1842年之前无条约保护,纵使有条约

保护,因手术失败遭致的麻烦也令他们非常害怕。
基于此,传教士医生尤为注意医疗风险的规避,这一

点以美国传教士伯驾的表现最为突出。
伯驾被称为“用手术刀打开中国国门第一人”,

他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事先对病人进行了认

真筛选,凡是无望治好、疑难病症,以及身体和经济

状况使得手术之后不能很快恢复的患者,都不在他

的治疗范围之内。倘若强烈要求治疗,他会让病人

签一份法律豁免书。伯驾曾在医院报告中详细记录

下这样一份《协议书》:
“我叫钟平,33岁,广东清远人。患有结石,经

多次治疗仍不见好转。现在幸运地承蒙美国医生伯

驾之恩惠,他将用它的手术刀取出结石。当我被治

愈,不仅我一人受其恩惠,而且我的整个家庭都将对

其至善心存感激。若山高水深无法通过(意思是说

若结果是致命的),也不怪医生,一切尽听人命。空

口无凭,所以我写了这个《协议书》,交给医生以为凭

证”[2]145-146。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一份医疗协议书。伯

驾的做法后来得以推广,成为教会医院规避医疗纠

纷的重要举措。时任福建船政教练轮船监督德克碑

向法国外务部报告道:“教门施医,率用刀圭,但中国

无此医法,易启猜疑,以后如遇必须用刀之症,须令

病人自愿立据,戚属作证,倘有不虞,便无干系”[10]。
甚至到了19世纪60年代,合信也明确提醒医疗传

教士们给华人动手术时,一定要考虑病人亲友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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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为在没有充分征求病人及亲属意见的情况

下,手术失败会有损医院的名声,并为“外国医生杀

害病人”提供证据[11]。

3.5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主义始终占据重要地

位,这与欧美文艺复兴之后流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

义迥异。上文述及的医疗风险《协议书》的出现,也
是传教士医生基于对中国人深刻家庭观念的一种选

择。对于传教士医生而言,如果治疗失败,首先面对

的是来自患者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压力,而这种压

力随时可能演变为传教士医生的生命威胁。为了规

避这种压力,院方采取了多种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尽

量不安排病人住院。
传教士最初创办的诊所、医院多设置在临时租

用的民房、客栈或庙观里,条件简陋,无法进行最起

码的保洁消毒。此外,这些诊所、医院最初也没有条

件聘请对病人进行昼夜不间断观察和照顾的专业护

士,外科患者的治疗只能限定为门诊的小手术。病

人动过手术之后,当天就可回到家里,由家人或女佣

进行照顾,传教士医生则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医患

纠纷而引发的各种排外事件。

4. 结语

19世纪西医入华之初,传教士医生的人数较

少,往往只有一二个人负责诊所或医院的所有业务,
加之医院创建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设备并不

先进,医疗技术水平也不高,传教士医生的个人努力

非常关键。对于一个传教士医生而言,身处人数众

多且视外国人为“异己”的中国人之中,一不小心就

可能引起激愤和对抗情绪。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早期教会医院能营造出良好的医患关系着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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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消息·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出版

兰台

马继兴著《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 》一书于2015年1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
《中国出土古医书考释与研究》是系统研究中国出土古医书的著作。该书共3卷,分为

“通论”和“各论”,“通论”部分对全国出土古医书的概况作了描述,重点讨论了敦煌医学卷子、
武威汉代医简和马王堆汉墓医书的发掘整理情况、研究状况及学术价值,旁及张家山汉墓出

土的古医书、黑城出土的古医方、周家台秦简中的医方、英俄藏《孙真人千金方》、双包山汉墓

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型,以及新发现的一种最古的中成药刻本仿单。“各论”部分分别对敦

煌古医书、马王堆古医书、武威汉代医简进行考释与研究,并配有影印的出土文献图影以供研

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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